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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C 的版权激励困境与出路：一种法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龚　 旖
(南京理工大学　 知识产权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4)

摘　 要: 人工智能生成物 (AIGC) 作为现代科技发展下诞生的新型客体, 正在对传统著作权制度中 “作品” 与

“作者” 定义形成技术解构。 目前关于其可版权性与主体资格的讨论多集中于要件分析, 而忽视了引发激励失衡

的负外部性。 引入理性人模型与交易成本理论作为法经济学分析工具, 能够实现著作权创作激励目的。 在作品

属性方面, 各国在立法、 司法层面采取的版权激励举措不尽相同, 基于成本收益分析认定其为作品存在激励逻

辑上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在主体资格上, 人工智能发展尚不成熟, 缺乏伦理人格基础。 从数据治理实务出发,
应基于权利责任主体与拟制创作主体的划分, 提出权利配置、 保护期限等具体的邻接权制度设计, 以及赋予人

工智能作者身份署名权等制度建议。 同时秉持智能向善导向, 把握适宜的政策窗口期, 以期为数据治理应对

AIGC 挑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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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type
 

of
 

object
 

emerg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Generated
 

Content
 

( AIGC)
 

has
 

led
 

to
 

a
 

technological
 

deconstruction
 

of
 

the
 

definitions
 

of
 

" work"
 

and
 

" author"
 

in
 

traditional
 

copyright
 

systems. Current
 

discussions
 

on
 

copyrightability
 

and
 

subject
 

qualification
 

predominantly
 

focus
 

on
 

elemental
 

analysis, often
 

overlooking
 

the
 

negative
 

externalities
 

that
 

cause
 

in-
centive

 

imbalances. Introducing
 

the
 

rational
 

person
 

model
 

and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as
 

tools
 

for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can
 

help
 

achieve
 

the
 

goal
 

of
 

incentivizing
 

copyright
 

creation. Regarding
 

the
 

nature
 

of
 

works, copyright
 

incentive
 

measures
 

adopted
 

in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
tices

 

vary
 

across
 

countries. A
 

cost-benefit
 

analysis
 

supports
 

the
 

rationality
 

and
 

necessity
 

of
 

recognizing
 

AIGC
 

as
 

works
 

from
 

an
 

incentive
 

logic
 

perspective. In
 

terms
 

of
 

subject
 

qualifi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still
 

in
 

its
 

developmental
 

infancy
 

and
 

lacks
 

the
 

foundation
 

for
 

ethical
 

per-
sonho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ta
 

governance
 

practice, specific
 

neighboring
 

rights
 

system
 

designs—such
 

as
 

rights
 

allocation
 

and
 

protec-
tion

 

duration—should
 

be
 

proposed
 

based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ights
 

and
 

liability
 

subjects
 

and
 

fictional
 

creation
 

subjects. Additionally,
institutional

 

suggestions
 

such
 

as
 

granting
 

AI
 

the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an
 

author
 

are
 

put
 

forward.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AI
 

for
 

good
 

and
 

seize
 

the
 

appropriate
 

policy
 

window
 

perio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data
 

governance
 

in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AI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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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在技术

研发和模型创新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如 DeepSeek 公司

发布的 R1 模型, 成为中国在 AI 领域的竞争力标志之

一。 科技发展的进步固然展示人类的非凡成就, 但文

学、 艺术领域实验中的人工智能生成物 ( Artificial
 

In-
telligence-Generated

 

Content, AIGC) 成为著作权法认

定上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旦忽视将造成经济基础与上

层建筑的部分脱节。 关于 AIGC, 从著作权认定的条件

来看, 不仅法律属性尚有争议, 权利归属也没有统一

标准, 甚至中美两国对其态度呈现显著分野。 立足于

功利主义哲学的激励理论进行知识产权制度正当性解

释, 马克·莱姆利曾言 “知识产权的本质是发明和创

作的激励” [1] 。 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正是赋予作者一定

限度的排他性权利, 使其得以通过许可使用或诉讼的

方式获得经济利益, 回收创作成本, 不断激励作者投

身于创作活动, 因此, 著作权的产生与应用也应当符

合 “鼓励创作” 和 “促进文化繁荣” 的要求。 现有关

于 AIGC 的论述单一, 多集中于传统著作权法框架下

的制度要件分析, 或从技术视角解析 AIGC 的随机性

与可复制性, 而缺乏对负外部性法律规制的体系化探

讨, 更未将外部性纳入著作权法利益平衡机制的设计

中。 外部性作为经济学核心概念, 在 AIGC 语境下呈现

出激励失衡的市场扭曲效应, AI 的量产内容可能挤压人

类创作者生存空间, 导致文化产品同质化, 侵蚀公共领

域。 著作权与科技本质是互相促进、 互相制约的关系,
通过法经济学视角分析市场与行为机理, 可以为 AI 及

其生成物的确权与责任分配提供解决方案, 达到保障权

利人的合法权益、 为技术创新保留必要空间、 实现交易

成本最小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制度设立目的。
1 法经济学视角下 AIGC的作品属性解构

借助著作权法对作品的定义来分析可版权性是多

数学者进行理论可行性研究的依据, 从应然角度看生

成物的外观, 结合作品认定条件, 即在外在条件上满

足最低限度下对于作品的认定要求。 传统著作权法以

“人类中心主义” 为核心构建保护体系, 其正当性源

于对个体创造性劳动的补偿与激励。 然而, AIGC 的涌

现使因非竞争性特征所导致的新外部性得以显现, 创

作者与传播者承担负外部性, 而 “搭便车者” 却享有

正外部性, 进而导致市场创作激励失灵下的供应不足。
法经济学分析为突破僵局提供了关键方法论, 激励理

论意在指导和调整人们的预期。 “ Dreamwriter 写作案”
作为中国早期极具代表性的案例, 法院将 AIGC 认定

为 “法人作品”, 本质上是对开发者投资与劳动的保

护, 这符合通过确认产权, 将 AI 创作的外部性收益内

部化的激励主旨。 此举能够影响主体对作品创作的智

力投入和资源分配, 从而激励产业研发投入, 在效率

与伦理间寻求帕累托最优解。
1. 1 AIGC 作品属性的激励争议

若 AIGC 在客观上已经与传统受著作权法保护的

创意作品别无二致, 是否也应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学

术界仍有观点认为 AIGC 不可被视作作品[2] 。 在作者

中心主义的固有思维下, 部分学者坚信著作权正当性

的理由主要与人类创作者相关, AIGC 本身是依赖神经

网络模式和大数据时代的算法进行所谓的 “创造”,
目前还是依靠人类设定的程序, 充当辅助人类的工具,
机器生成的唯一潜在理由是激励创造性活动[3] 。 从捷

克共和国法院处理 AI 生成图片的版权争议案件来看,
原告试图确定某 AI 在某网站上创建的图像的版权, 并

寻求禁止被告侵犯其版权的禁令和宣告性救济[4] 。 法

院根据 《版权法》 第五条, 认定作者只能是自然人,
AI 不能成为作者。 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是 AI 创

造的图像的作者, 也未能证明图像是根据其具体任务

创造的。 AI 所创造的图像并不符合 《版权法》 第二条

所规定的版权作品的特征, 因为这些图像不是自然人

创作活动的独特产物。 此种观点在美国的 “ Zarya 案”
和 “太空歌剧院案” 中也有所体现, 尽管用户在提示

词工程环节做出显著贡献, 美国版权局仍拒绝登记,
坚持采取极端严格的 “绝对控制说” [5] : 要构成著作

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首先必须是人类的智力成果。 在

著名的 “猴子自拍照案” 中, 美国法院就认定猴子不

是当时版权法意义上的 “作者”, 因而其自拍照不享

有美国版权法保护。 属于大陆法系的法国也强调作者

与其原创作品的关系, 对作者身份做出相应的限制[6] ,
从而彰显作者身份的人格化以及对作者身份的重视。

尽管美国法院从未承认非人类创作的内容享有著

作权, 但其在论证中最终仍无可避免走向市场, 初步

展现激励创新上的悖论关系。 截至目前, 美国已发生

的 AI 相关的著作权侵权纠纷数量堪称全球之最, 但法

律上始终偏重产业利益优先。 在 “ Feist 案” 中, 法院

驳回长期遵循的 “额头流汗” 原则, 要求作品需体现

“最低限度创造性”。 因此, 以此为前提检视 “猴子自

拍照案” 的作品构成标准, 则必须明确摄影师对猴子

控制到何种程度才能被视为创作。 如果每天都出现海

量人类控制程度不一、 控制内容难以分辨的猴子自拍

照, 出于对行为经济性的考量, 只要照片满足最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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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标准就应承认其为作品, 而非逐一澄清照片的拍

摄过程和摄影师的干预程度[7] 。 因此, 美国版权局在

2025 年 1 月发布的关于 AIGC 可版权性立场的最新报

告中, 对于 “人类创作” 的基本立场出现松动, 虽仍

旧强调版权法具有足够的弹性, 无需增设专有权利,
但已经放弃将 AIGC 排除在作品之外的 “ 绝对控制

说”, 而是指出如果一件作品包含超过最低限度的

AIGC, 人类的独创性表达仍然受到版权保护, 申请人

应履行披露义务, 简要说明人类作者的贡献。 这实质

上与北京互联网法院颇具争议的 “春风图案” 中的

“最低限度创造性标准” 判决观点靠拢。 根据该标准,
用户在创作中使用 AI 的行为并不阻断其版权主张, 只

要用户做出足够的创造性贡献, 便有可能成为作者。
AIGC 作品定性上的实践争议, 背后是利益取舍的结

果。 基于外部性分析的经济激励考量, 从而对 AIGC
可版权性所给予的保护水平与贡献程度进行适当调整,
是以法律语言对原被告的行为利益激励博弈的技术性

表达。 因此, 应当立足于产业利益和作者利益交织的

法经济学分析, 以回应著作权激励要旨。
1. 2 AIGC 作品属性的激励逻辑

著作权最初重在保护作者对作品的排他性控制,
服务于为著作权人提供一种以 “禁止他人未经授权的

使用” 为中心的知识强权。 其法经济学根基在于通过

赋予垄断性权利, 将创作的外部性收益内部化, 从而

激励创新。 从传播形式而言, AIGC 能以几乎零边际成

本的代价向不特定多数人提供, 极大降低创作门槛[8] 。
版权激励作为法与经济学学科交叉的理论产物, 源自

法与经济学各自的立场认识。 无论是以波斯纳为代表

使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分析法律的芝加哥学派[9] , 还

是以卡拉布雷西为代表用整体结构的经济学方法来分

析的耶鲁学派[10] , 都离不开理性经济人假设, 但 AI
创新激励主体需求的交叉性差异, 是传统法经济学分

析难以修复的龃龉。 由于中国典型的 “制内市场” 政

治经济体制, 法政策的制定将极大影响产业激励创新

等市场调节机制[11] , 通过重新审视激励理论进行法经

济学分析, 市场激励与政策选择的二元激励更能以目

的导向论证其行为类型与版权责任, 基于市场调节失

灵情况, 做出行为经济学干预下的有效激励。
著作权限制制度的合理性通常援引交易成本理论,

在既有制度条件下人会做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

选择, 构成版权财产权的正当性前提。 理性人在作出

选择前, 会对不同选择进行 “成本-收益分析” (Cost-
Benefit

 

Analysis), 并执行个人预期中收益最大而成本

最小的选项。 然而, 在过分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同

时, 亦会 “不理性” 地损害社会整体利益, 著作权法

应当加以约束与引导。 此外, AIGC 的 “非消耗性”
使用特性使其天然具备公共物品属性, 但若将其完全

划入公共领域, 开发者需通过合同或技术手段 (如数

字水印) 维护权益, 这将显著提高确权与维权成本。
开发者投入巨额成本优化算法与训练数据, 若无法通

过著作权回收投资, 将抑制技术研发投入。 若仅保护

人类创作者, 而放任大量在外观与表达形式上与人类

创作高度近似的 “作品” 流通, 易被其所替代的人类

作品在 AI 时代便不再是需要激励的内容产出, 对此再

主张分配收益是一种存量思维的体现。 传统创作者可

能因竞争劣势退出市场, 反而加剧技术圈层的垄断控

制。 一般作品在外在形式和功能上应当满足: 作品自

身必须具有独创性和稀缺性, 反映出一定的思想情感

和作品风格。 在独创性认定方面, AIGC 虽由算法生

成, 但其 “独立构思” 过程符合 “独创性” 的经济学

内涵———通过差异化表达降低市场搜寻成本。 例如,
已有新闻报道指出, AI 创作的小说成功入围文学奖

项, 这一事实表明, AIGC 在叙事结构与情感表达上已

具备区别于既有作品的 “信息增量”, 能够满足消费

者多样性需求。 正如 “ Feist 案” 所强调的独创性标

准, 旨在筛选出具有 “市场识别度” 的成果, 而非苛

求绝对创新[12] 。 在稀缺性标准方面, 传统著作权法以

之为作品属性, 但 AIGC 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 当法

律作为资源有效配置的手段时, 做出权利类型的设定

抑或权利限制的安排, 需要运用边际分析方法。 作为

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 边际的基本含义是

“额外” 或 “追加”, 分为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 分别

代表当约束条件增加或减少时, 当事人行为结果在成

本与收益上的改变。 物理稀缺性不复存在, 但其 “价

值稀缺性” 体现于算法迭代与数据训练的独特性, 开

放的训练集与生成风格的多样性重新获得市场溢价。
通过独创性标准的客观化、 稀缺性内涵的重构及外部

性内部化机制, 在激励技术创新、 维护市场竞争与保

障文化多样性间实现帕累托改进。 从著作权的客体层

面看, AIGC 外在条件上满足对于作品认定的构成要

件, 因此可以合理地被认定为作品。
2 法经济学视角下 AIGC的主体资格认定

AIGC 的主体资格争议本质是关于法律主体性与创

作本质的哲学追问, AI 的 “类主体性” 挑战传统法律

体系中 “人—物” 二分的本体论框架。 创作主体与权

利主体的二元界分, 旨在承认 AI 的 “工具型作者”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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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但将财产权归属开发者或使用者 (权利主体), 避

免赋予 AI 独立法律人格引发的责任真空。 这种工具型

作者模式, 既未突破既有的伦理红线, 又通过产权明晰

降低产业链各环节的协商成本, 符合科斯定理中初始权

利界定决定资源配置效率, 从而实现激励技术创新、 保

障创作者权益与促进知识共享。
2. 1 AIGC 的权利主体资格

在法律主体资格制度日益开放的今天, AI 是否有

可能成为权利义务的适格主体? 目前也有观点试图将

机器人赋予本国公民资格, 课以与自然人、 法人和非

法人组织相同的权利责任与义务。 著名的机器人索菲

亚在正式被赋予公民身份后, 表达出种种与自然人一

致的需求, 例如学习、 工作等, 外表也极度逼近自然

人。 赋予 AI “人” 的身份必然会受到巨大的伦理挑

战, 此种颠覆性的变革并不值得考虑。
法律意义上主体一般有两个构成要件: 第一, 法

律主体应当是依法能够独立享有权利、 履行义务和承

担责任的自然人、 法人或其他非法人组织; 第二, 法

律主体应具备理性人的特质。 传统著作权法以 “理性

人” 假设为基础, 默认权利主体须具备独立承担权利

义务的能力。 著作权法设立的目的并不是嘉奖作者的

智力劳动, 而是激励创作。 权利主体在某种程度上是

对人格的 “拟制”, 彰显人在法律上的地位, 完成现

实中的人到法律上的人的转变, 两者概念也得以区分。
因此, 也有学者指出, 可以类似地给予 AI 法人地

位[13] 。 第一, 法人的设立有历史因素的助推。 法人制

度根源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社会上涌现设立公司和投

资行业热潮, 使得在功利主义的影响下法人制度诞生。
第二, 法人的行为, 以及背后的权利实现和义务承担,
最后还是交给自然人去完成, 著作权法中的法人也要

有意思表示和实施行为的能力, 方可不违背创作主义

的原则。 第三, 法人的自身性质表现为行使权利, 承

担义务, 肩负责任, 并且绝大部分都拥有独立财产,
前三者的独立也被视为法人的标志。 AI 显然还不具备

肩负责任的能力, 也无法独立表达自己的意思表示,
借鉴拟制法人制度的可能性尚未满足。

基于理性人假设的法经济分析来看, 人会在既有

制度条件下做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 在不

考虑价值评判只考察手段合理性的基础上趋利避害。
因此, 法经济分析中的供求定律、 效益最大化, 以及

资源向价值最大处集中等基本原则发挥作用, 理性人

假设构成著作权财产权的正当性前提。 此外, 国内法

院判决逻辑日益趋近于法经济学的激励内核。 例如,

在 2025 年 2 月审结的湖北首例 AI 生成图被侵权案中,
原告王某使用 AI 软件, 通过输入数十个关键词并进行

数十次输出与筛选, 最终生成一幅具有特定光影、 构

图效果的图片。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法院审理认

为, 该图片的创作过程凝结原告的构思、 审美选择与

智力劳动, 具有独创性的表达, 应作为著作权法意义

上的作品受到保护, 标志着中国基层司法实践对 AIGC
作品属性的积极确认。 法院并未拘泥于 “绝对控制

说” 或 “自然人才是作者” 的固有观念, 而是聚焦于

创作过程中可被客观观察和评估的人类智力投入 (如

关键词设计、 参数调整与结果筛选)。 这种裁判思路实

质上是对市场激励的回应, 将创作的正外部性内部化,
从而激励更广泛的用户群体投身于深度、 有价值的 AI
辅助创作, 而非停留于浅尝辄止的工具使用。 将法律

意义上的人设定为理性人, 意味着能够行使权利和履

行义务, 同时自身也有能力承担相应责任, 肩负法律

赋予其的主体资格, 理性地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安排。
同时也强调人所处的主动和自我支配的地位。 在分工

日趋精密的社会中, 知识以分散、 独立、 不完全甚至

是矛盾的形式存在。 AIGC 平台对数据训练集的生成与

整合, 实质是个体赋权向平台集权的知识生产范式的

迁移。 现代经济学理论扬弃原有的完全理性人的预设,
更多关注接近真实世界的 “有限理性”。 乔尔斯等提

出的行为法经济学概念, 主张以 “现实人” 取代 “理

性人”, 进一步揭示制定决策因素的复杂性[14] 。 最后,
多元主体的对立和立场转换具有非固定性, 需要法律

规范通过不同的权利配置方式, 影响行为主体的行为

选择, 使其行为产生的外部性转化为自己承担的私人

成本与私人收益, 并以个人效益最优实现社会效益

最优。
2. 2 AIGC 的创作主体认定

无形财产有着极低的边际成本, 而市场上大部分

无形财产定价又高于边际成本, 所以信息产品上的财

产权就造成了类似于垄断的效果, 从而无法实现效益

最优。 著作财产权的设定在法经济学视角下应当具备

降低交易成本, 以及在交易成本极高的情况下模拟交

易成本为零时的资源分配的功能, 最终增进著作权客

体的利用效率。 因此, 如果所有衍生作品的价值都划

归给版权持有人, 就可能导致他们对整个产业的垄断,
进而造成交易成本的急剧上升, 市场无法正常运作。
目前, AI 的发展还十分有限, 不具备法律主体资格。
现阶段大部分 AI 尚且依赖人类设计的程序, 所能进行

的创作有命题写作和工具辅助的特点。 只要操作者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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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相同的要求, 程序预先设定的逻辑和规则就会使得

机器自动生成内容, 获得大致相同的结果, 这种情况

属于静态的 AI 创作[15] 。 AIE 实验室曾经对 50 个搜索

引擎进行 “人工智能智商测试”, 结果表明谷歌作为

“最聪明” 的搜索引擎仍然达不到六岁儿童智商的一

半, 时隔两年再次进行测试, 其与六岁儿童智商的差

距已经大幅缩短。 一方面, 说明如今的 AI 尚未达到独

立发展的程度, 只是人类意识的机械延伸, 没有完全

脱离人类的掌控; 另一方面, 也说明 AI 发展迅猛, 在

未来很有可能进化为超越人类的存在。 与做出艰难决

定成立新的法律主体相比, 类推委托创作的原理会是

一个著作权法改革的温和过渡。 我国的职务作品制度

源自雇佣作品, 如果 AIGC 的著作权归属 “雇主” 即

委托人本身, 是一种单位意志的体现, 同时也能够起

到鼓励创作的目的。 上文提及将法人拟制为法律主体,
但是法人的背后还是人, 本质依旧是 “人类中心主

义”, 即其余一切均为人类权利之客体, AI 也不例外。
AIGC 作为新型客体, 牵涉其中的法律主体还有设计

者、 使用者和投资者。 当投资者或者使用者用委托人

的身份去使用 AI 而产生的生成物, 按照职务创作或者

委托创作的原则来确权, 或许对于立法者来说其难度

并不亚于赋予 AI 法律主体资格。 因为不能简单照搬传

统民事关系中的委托代理, 还须根据 AI 的自身发展特

点并结合新的著作权制度作出立法解释。 但与不被认

可的虚拟法律主体资格相比较, 委托创作的法律关系

可以较好地实现 AI 的主动创作。
AI 的定性虽然是以人类作为判准, 但其实两者之

间依旧有巨大差距, 不具备认定其法律主体资格的必

要。 其生成物一旦满足作品的构成要件即可成立, 至

于权利归属上仍将回归人类的社会范式。 因此, 可由

AI 保留署名权, 其他权利法定转让于使用者。 首先,
虽然向 AI 系统输入提示词可以被视为类似于向受委托

创作作品的艺术家提供指示, 但两者存在关键差异。
在人的合作中, 委托方能够监督、 指导并理解受委托

的人类艺术家的贡献。 根据双方贡献的性质, 艺术家

可能是唯一的作者, 或者作品可能是合作作品或雇佣

作品。 相比之下, AI 不能产生合作作品或雇佣作品,
因为它们不是作者, 它们无法形成将其输出与用户贡

献融合的意图, 也不能签订具有约束力的合同。 因此,
使用者实际享有除署名权之外的其他权利更为妥当。
其次, 我国已经将计算机软件列入著作权法认定的作

品, 相应地对软件设计者的保护也能够在著作权制度

中体现。 但是, 这种保护仅限于对设计的软件本身。

在 AI 尚未开发出自我学习模式之前, 计算机软件在

“创作” 过程中更多是充当工具, 不具有独立性。 人

类也可能对最初由 AI 技术生成的内容进行修改, 达到

符合著作权保护标准的程度。 但是, 深度学习的神经

网络模式改变了设计者与 AI 之间的关系, 利用 AIGC
通常是创作的初始或中间步骤, 最终生成内容中可能

会有人类参与。 发展到后期阶段, 强人工智能对于设

定的程序有所突破, 在一定程度上拥有深度学习的能

力, 可以自主化做出决策, 设计者的智力贡献对于该

生成物的创造性影响也越来越微弱, 由此观之, 使用

者而非设计者享有这些权利更为妥当。 最后, AI 让用

户通过提示词工程控制单个创意元素的选择和放置。
此类修改是否达到 “Feist 案” 中要求的最低原创性标

准, 将取决于具体案例的判定。 2025 年 3 月, 江苏省

常熟市人民法院审结的 AIGC 著作权纠纷案中认为,
一系列的提示词调整、 参数设置与人工遴选过程, 体

现原告个性化的审美判断与智力安排, 其成果属于人

类的智力成果, 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美术作品。 将

法律保护的焦点从 “谁是作者” 的形而上学争论, 转

向对创作过程中实际发生的、 可观测的智力资源投入

的考量。 用户多轮迭代的提示工程, 构成了显著的、
不可复制的时间成本与智力成本, 这恰恰回应法经济

学对 “稀缺性” 与 “投资激励” 的关注。 法院将著作

权赋予 AI 工具的使用者而非开发者, 这实质是将财产

权界定给能更直接地控制创作产出、 并能通过市场交

易实现其价值最大化的主体 (即高度参与的用户),
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后续产权纠纷带来的交易成本,
从而激励市场中最活跃的创作主体持续进行深度创作。
在符合标准的情况下, 输出内容应受著作权法保护,
在更复杂人类创作作品中融入 AIGC, 不会影响整个人

类创作作品的著作权保护资格。
3 法经济学视角下邻接权制度未来应用可行性

理性的制度设计并不是一味降低变动成本, 而是

取决于成本和收益的对比。 可以预见, 未来五年全球

知识产权法庭将迎来 AI 版权诉讼的 “爆发期”, 如何

量化 AIGC 中的 “实质性人类贡献”, 应对版权归属与

主体之争等问题, 仍需在具体案例中持续探索。 这需

回应技术创新的制度需求, 又需规避权利扩张引发的

市场扭曲与伦理风险。
3. 1 应用邻接权制度的未来经济性

历史经验表明, 著作权法的成熟分析框架均需通

过长期实践积累与案例检验方能成型。 AI 现有发展水

平尚不足以突破传统著作权理论框架, 相反, 贸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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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C 创设特殊权利, 不仅面临权利客体模糊导致交易

成本激增、 侵权认定困难等技术性难题, 也会因算法

黑箱特性加剧市场垄断风险, 导致创作市场激励机制

的扭曲。 美国版权局在 《可版权性报告》 中明确反对

为 AIGC 增设专有权利, 其审慎态度揭示在现有法律

框架内寻求适应性改良, 远比颠覆性变革更具现实可

行性。 针对 AIGC 未来仍应采取渐进式改良路径, 通

过法律解释扩大制度包容性, 而非激进重构既有体系。
基于汉德公式的法经济学考量, 当损害预防成本小于

损失成本, 该损害就具有合理的可避免性。 “当为行

为” 的确认要结合可合理预见性和可合理避免性判断,
不应期待合理人为规避不能合理预见的损害采取预防

措施。 立法者可能还需要考虑投资额度、 激励必要性

等多方面因素, 因此, 对部分科技企业提出的特殊权

利设立建议持审慎态度。 为更好实现激励创作, 促进

AI 行业发展, 且拘囿于狭义著作权认定的困难, 未来

在合适的政策窗口期可引入邻接权制度, 作为传统著

作权体系的延伸以适配 AIGC 具体规制。 至于具体表

现为 《著作权法》 中的新增条款、 单独立法抑或暂时

寄居于 《反不正当竞争法》 一般条款下, 都不影响新

增条款的性质。 如果强行将 AIGC 纳入 (狭义) 著作

权, 反而是对原有著作权体系的一种破坏。 因此, 引

入邻接权制度来研究 AIGC 著作权的归属更具可

行性[16] 。
在邻接权保护中, 作者实际上就是文化产品生产

者, 不必囿于自然人; 人格权保护可有可无; 权利内

容可以根据需要设计, 不必担心激励过度的问题。 第

一, 对于 AIGC 的作品属性存在的争议, 邻接权可以

巧妙地规避。 独创性的判断本身并不统一, 有赖于司

法者的个人心证, 在现实处理中存在困难, 邻接权模

式可以更好地处理该类问题, 无需纠结于独创性的认

定。 第二, 邻接权制度在主体选择上更为灵活, 其囊

括传播过程中所有投入其中的自然人、 法人及非法人

组织。 德国法指明邻接权的广泛赋予是鼓励该主体所

付出的劳动成果, 这样的保护很好地刺激新兴产业发

展, 投资者、 传播者、 设计者均有可能成为 AIGC 的

权利所有人, 即有资格放弃作为权利主体所享有的权

利。 第三, 从立法目的来看, 邻接权制度下的认定及

保护会带来更好的社会效益, 促进公平竞争。 如果将

AIGC 直接置入公共领域, 势必会导致 “实质性相似”
作品泛滥, 不能很好地维护投资者及设计者的利益,
不符合现有的商业模式。 并且如今的邻接权早已不局

限于作品传播权, 对于 AIGC 这一新型客体更加包容;

也不会破坏原有传统作品的市场竞争秩序, 很好地起

到促进市场发展的积极作用。 第四, 从立法成本来看,
邻接权制度仍在原有著作权制度大框架下, 而非打破

原有理论制度进行重构。 由于将人类与 AI 相提并论仍

存在不合理之处, 因此打破原有的著作权框架, 会产

生极大的伦理风险, 例如失业。 应当坚守 “人类中心

主义” 的版权哲学, 避免技术工具主义对文化生态的

侵蚀。 而邻接权的保护对象不断扩大, 极为灵活, 例

如许多节目、 录像均不属于作品, 却能依法受邻接权

保护。 AIGC 的主客体争议绝非 “保护与否” 的二元

抉择, 而是如何通过制度弹性实现技术理性与法律价

值的共生, 在私人收益与公共福祉间实现卡尔多改进。
3. 2 实施邻接权制度的法政策方案

邻接权本身作为一个开放的制度体系, 可按需增

设, 对法律结构各方面影响较小, 因此成本不高, 较

为可行。 邻接权本身可以实现权利的分割, 确保每一

部分参与者的利益, 同时也可以较为合理地安排 AI 所

扮演的 “角色”。 鉴于 AI 目前的创作前置阶段极度依

赖人类, 尚不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 可在排除人格性

和财产性权利的基础上, 给予适当的形式权利 (例如

署名权), 以助其建立风格, 扩充市场。 可借鉴国内既

有的邻接权内容设计, 如数据库、 录音录像制品等即

是在传统著作权之外通过邻接权获得保护。 同时, 复

制权、 发行权、 传播权等著作权也要保障相应投资开

发者的利益, 以达到互利共赢之目的。 在讨论 AI 领域

立法时, 不仅要借鉴全球制度, 寻找具有普适性的立

法条款, 也要因地制宜, 符合本国的具体国情, 避免

出现照抄照搬的现象。 在 AIGC 邻接权中对应的客体、
主体权利分配以及内容指定都是必不可少的要素, 而

关于侵权保护等普遍性规则则可以直接适用著作权法

相关规定, 减少变动成本。 按照激励创作的大前提,
简要介绍以下措施。

第一, 在没有统一术语的情况下, 可参考著作权

对于客体的定义, 防止与 AI 信息相混淆。 增强人类表

达的辅助性应用不会限制著作权保护, 而 AI 进行表达

性选择的应用则需要进一步分析, 针对 AIGC 是否体

现足以获得著作权保护的人类贡献进行逐案判定。 这

种区别取决于系统的使用方式, 而非其固有特性。 可

版权性判断须回归传统法理, 只要人类在创作过程中

有足够的创造性贡献, 作品就可获得著作权保护。 具

体而言, 受保护情形包括两类: (1) AIGC 中可辨识

出人类原创作品要素; (2) 人类对 AIGC 进行创造性

编排或实质性修改。 但单纯输入提示词的行为, 因缺

78

计算法学

Computational
 

Law

网
络
安
全
与
数
据
治
理



　　　　　 2026 年第 6 期(第 45 卷总第 590 期)

乏对最终表达的实质性控制, 并不能构成获得版权保

护的充分条件。 应鼓励人类创作者积极探索 AI 与创作

的融合, 发挥新技术的优势, 从而提升创作效率和

质量。
第二, AIGC 邻接权主体方面, 因为涉及的主体甚

多, 权利归属的分散性是必然, 这与新设的邻接权本

身紧密相关, 因此类比邻接权主体权利归属模式加以

认定即可, 以便巧妙将其融入邻接权体系。 明确区分

AI 作为 “工具” 与 “创作者” 的法律地位, AI 在人

类设定的创作框架内执行指令时, 其产出仍可视为人

类智力成果的延伸。 既包含人类创作又融合 AI 生成要

素的复合型作品, 则须明确披露 AIGC 的具体内容及

人类作者的创造性贡献。 可赋予创作主体身份地位对

应的署名权, 人类作为权利责任主体就其独创性部分

仍可单独主张权利。
第三, 关于内容的保护周期尚无定论, 我国关于

传统作品的保护时长为 50 年, 但是邻接权保护周期往

往少于著作权周期规定, 因此应当按照作品更新换代

的速度和生产周期加以限缩。 在当今信息大爆炸的文

化创作环境中, AIGC 的生产速度远超普通人类, 更新

换代极为迅速, 并且可以轻松实现量产。 法经济学的

边际分析可作为权利期限分层的理论依据, 例如, 对

新闻类 AIGC 设定 1 年短保护期以促进信息流通, 而对

艺术类生成物给予 10 年保护以激励风格创新, 在遏制

算法垄断的同时, 又能通过长尾效应激活创作生态。
基于以上因素考量, 建议将 AIGC 保护周期缩短为同

类作品的三分之一, 以期在实现市场繁荣的基础上,
激励 AI 行业不断进步。
4 结论

长远来看, AIGC 只是人工智能应用浪潮的前奏。
随着生成式模型向多模态、 强认知方向发展, 其生成内

容的复杂性将持续挑战现有法律概念。 AI 作为新质生产

力发展的关键一环, 关乎全球环境下技术地位与综合国

力的竞争。 AIGC 逐渐向人类作品靠拢, 将其认定为作

品, 进行权利主体与创作主体的二元界分有客观上的合

理性, 亦有价值上的必要性, 也是法经济学面向增量思

维的具体表现。 综合国内外因素考量, 要始终坚持为人

类服务的社会导向, 在制度设计上不应操之过急, 应直

面严格定义下狭义著作权本身的局限。 我国在制度构建

时既要借鉴国际经验, 也要立足本土产业需求, 未来可

通过引入邻接权制度, 实现 AIGC 的上层建筑设计与科

技进步下的经济基础相适应, 在 AI 治理中提出 “中国

方案”, 维持和谐有序的市场经济环境, 实现 AI 技术的

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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